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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动力学特征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相关性，以及负性生活事件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收集 2021 年 9 月－2023 年 2 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就诊，且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CD)-10 诊断标准的 124 例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进行横断面研究。使用系统家庭动力量表(SSFD)第 2 版、儿童抑郁量表(CDI)及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ASLEC)对患者的家庭动力学特征、抑郁症状及负性生活事件进行评估。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探索系统家庭动力学 4 个维度

[家庭气氛(FA)、系统逻辑(SL)、个性化(IN)、疾病观念(IC)]与 CDI 5 个因子(低自尊、负面情绪、快感缺乏、效能低下、

人际问题)之间的相关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 检验)建立模型检验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动力学特征与青少年抑郁

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SSFD 4 个维度中的 FA、SL、IN 得分与 CDI 总分呈负相关(r=-0.359、-0.256、-0.291，P<0.01)，

与 ASLEC 总分呈负相关(r=-0.318、-0.371、-0.406，P<0.01)；ASLEC 总分与 CDI 总分呈正相关(r=0.633，P<0.01)。SSFD

4 个维度与 CDI 5 个因子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 1 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典型变量(U1、V1)，典型相关系数为 0.483(P<0.05)，反映

SSFD 的典型变量 U1主要受 FA 的影响，反映 CDI 的典型变量 V1主要受低自尊和人际问题的影响。负性生活事件对家庭动

力学特征与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的分析结果显示，FA、IN、SL 得分影响 CDI 总分的总效应均较弱(效应值分别为-0.147、

-0.117、-0.102)，但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IN、SL 得分对 CDI 总分的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FA 得

分对 CDI 总分的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效应值为-0.076，P<0.05)，而 FA、IN、SL 得分通过 ASLEC 总分影响 CDI 总分的

中介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效应值分别为-0.071、-0.095、-0.087，P<0.05)。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状可能受家庭动力学特征

及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负性生活事件在 FA、IN、SL 等家庭动力学特征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家庭动力学

特征中的 IC 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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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24 adolescent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 -10 

criteria at the Psychosomatic Medicine Department of Shanghai Ea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ongji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21 to 

February 2023.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Scale of Systematic Family Dynamics (SSF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and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 were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family 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4 dimensions 

of SSFD [family atmosphere (FA), individuation (IN), system logic (SL), illness concept (IC)] and 5 factors of CDI (low self-esteem, 

negative emotion, anhedonia, inefficiency, interpersonal problem). A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using Bootstrap test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between family dynamic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Results　The scores 

for FA, SL, and IN in SSF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CDI (r=-0.359, -0.256, -0.291, P<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ASLEC too (r=-0.318, -0.371, -0.406, P<0.01). However,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total scores of ASLEC and CDI (r=0.633, P<0.01).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4 dimensions of SSFD and 

the 5 factors of CDI revealed one pair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anonical variables (U1, V1) with a canon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483 (P<0.05).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anonical variable U1 of SSFD wa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FA, while the canonical variable V1 

of CDI was mainly affected by low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s. The mediat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ffects of FA, IN, 

and SL scores on CDI total score were all weak (-0.147, -0.117, -0.102, respectively) bu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direct 

effect of IN and SL scores on CDI total scor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while the direct effect of FA score on CDI total 

sco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0.076, P<0.05). Additionall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SLEC between the scores of FA, IN, SL and 

CDI total score were all significant (-0.071, -0.095, -0.087,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s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may be influenced by systemic family 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mediate the 

influence of FA, IN, and SL on depressive symptoms. However, the IC is not related to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Key words] adolescent; health; depression; family relations; negative life event; mediation

近年来，抑郁症的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我

国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高达 28.4%[1]。不良的家

庭环境及过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心理应激)均会影响

个体的精神健康[2]。个体对应激的反应水平一方面

受先天影响，如有研究证实青少年对环境的易感性

存在中枢神经差异，杏仁核对负面刺激的反应水平

影响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3]；另一方面，家庭环

境也明显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早期成长持续暴露

在消极家庭环境中的青少年更难以从负性生活事件

中恢复[4]。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和依恋关系质

量均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相关[5]，青少年在遭遇

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时，不安全型依恋者抑郁症状

更严重，而如果他们与父母有更好的依恋关系，则

可能更好地应对这些生活事件[6]。本研究通过分析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动力学特征与负性生活事

件之间的关系，探讨家庭动力学特征是否会通过影

响青少年对负性生活事件感知的强度，进而影响其

抑郁症状，旨在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治疗提

供循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 2021 年

9 月－2023 年 2 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

科就诊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0 抑郁发作标准的青少年患者 124
例，其中男 25 例，女 99 例，年龄 11.0~19.0(15.1±1.8)

岁，发病年龄(13.0±1.9)岁。本研究获同济大学附属

东方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2023]研审第 023 号)，青

少年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自编一般社会人口学问卷　问卷包括性别、

年龄、同胞、家庭类型、样本来源、诊断、治疗情

况等。家庭类型分为核心家庭(父母与子女)、大家

庭 (3 代 以 上 或 父 母 同 胞) 及 其 他 家 庭 ( 单 亲 、 寄

养等)。

1.2.2　儿童抑郁量表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CDI 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Kovacs 根据贝克抑郁

问卷编制的自评量表[7]，是目前针对儿童青少年抑

郁症广泛使用的自评量表之一。本研究中的因素划

分参考柳之啸等[8]验证的 5 因素模型，包含低自尊、

负面情绪、快感缺乏、效能低下及人际问题 5 个分

量表，共 27 个条目，每个条目有 3 个描述抑郁程度

的选项，采用 0~2 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

严重。

1.2.3　 系 统 家 庭 动 力 量 表 (scale of systematic family 
dynamics，SSFD)　SSFD 是杨建中等[9]根据德国海德

堡小组的系统家庭动力理论及中国家庭的具体特征

编制的，本研究采用的是 2013 年修订的第 2 版。量

表从 4 个维度来反映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气氛(family 
atmosphere，FA)、个性化(individuation，IN)、系统

逻 辑 (system logic， SL)、 疾 病 观 念 (illness concept，
IC)，共 23 个条目。各条目评分采用 5 级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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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为完全不符合，2 分为很不符合，3 分为部分符

合，4 分为很符合，5 分为完全符合。采用极差化方

法赋分，即 SS= (RS-Min) ×100/R，其中 SS(standard 
score) 为 标 准 分 ， RS(raw score) 为 原 始 分 ， Min
(minimum)为该维度量表得分的最小值，R(range)为

得分的极差，即得分最大值减去最小值。FA 得分越

高，家庭气氛越轻松、愉快、平等；IN 得分越高，

家长对子女的控制越少，子女的个性化程度越高；

SL 得分越高，家庭成员越倾向用“既……又……”，

而非“非黑即白”式的逻辑思维看待问题；IC 得分

越高，患者越容易将心理疾病的患病及康复与本人

的责任和主观努力联系在一起。

1.2.4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　本研究采用 2015 年由辛秀

红等[10]修订的版本，共 26 个条目，用于评定青少年

在过去 12 个月内各类生活事件的强度及其影响程

度。量表的生活事件涉及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受

惩罚、健康适应、丧失等内容。未发生评分为 0 分，

发生后的影响程度评分为 1~5 分，生活事件总应激

值为各项事件评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负性生活事

件强度越大。

1.3　指标分析　将 SSFD 4 个维度得分、ASLEC 总分

及 CDI 总分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此外，采

用典型相关分析 SSFD 4 个维度与 CDI 5 个因子间的

相关性，其中，设 SSFD 各维度得分为 X 变量集合

(X1=IN，X2=FA，X3=SL，X4=IC)，组成典型变量 U。

CDI 5 个因子分为 Y 变量集合(Y1=快感缺乏，Y2=负性

情绪，Y3=低自尊，Y4=效能低下，Y5=人际问题)，组

成典型变量 V。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所得典型变量

做进一步分析，以标化典型变量系数推断各原变量

对典型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大小，以冗余分析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典型变量所能解释原变量变异的比例。

最后构建路径分析模型，评价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

动力学各维度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11]。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表示，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SSFD 
4 个维度得分、CDI 总分、ASLEC 总分之间的双变量

相 关 性 采 用 Pearson 相 关 分 析 ， 相 关 系 数 记 为 r；
SSFD 4 个维度与 CDI 5 个因子间的相关性采用典型相

关分析，典型相关系数记为ρ。采用 AMOS26 软件对

CDI 总分、SSFD 各维度得分、ASLEC 总分之间的相

互关系进行路径分析，并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路径

系数。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　124 例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中 63.7% 是独生子；84.7% 来源于住院患者，

15.3% 来 源 于 门 诊 患 者 ； 64.5% 为 重 度 抑 郁 发 作 ，

24.2% 为中度抑郁发作(表 1)。

2.2　SSFD 4 个维度得分、ASLEC 总分、CDI 总分之

间的相关性分析　SSFD 中 IN、FA、SL 得分与 CDI

总分及 ASLEC 总分均呈负相关(P<0.01)，IC 得分与

CDI 总分无明显相关性(P>0.05)；ASLEC 总分与 CDI

总分呈正相关(P<0.01)(表 2)。

2.3　SSFD 4 个维度与 CDI 5 个因子间的典型相关分

析　X 变量集合与 Y 变量集合之间的典型相关分析得

出 4 对典型相关变量，仅 1 对典型变量(U1和 V1)有统

计 学 意 义 (ρ =0.483， P=0.007)。 U1 的 表 达 式 U1=

-0.103X1-0.656X2-0.334X3-0.257X4，表明 U1 主要受 X2

的 影 响 ， V1 的 表 达 式 V1=0.081Y1-0.144Y2+0.635Y3-

表1　124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

Tab.1　Demographic data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124 depression 
adolescents

特征

年龄(岁, x±s)

发病年龄(岁, x±s)

性别[例(%)]

男

女

独生子[例(%)]

是

否

家庭类型[例(%)]

核心家庭

大家庭

其他

样本来源[例(%)]

门诊

住院

抑郁发作程度(ICD-10 标准)[例(%)]

重度

中度

轻度

SSFD 4 个维度得分(分, x±s)

IN

FA

SL

IC

CDI 总分(分, x±s)*

ASLEC 总分(分, x±s)#

数值

15.1±1.8

13.0±1.9

25(20.2)

99(79.8)

79(63.7)

45(36.3)

63(50.8)

52(41.9)

9(7.2)

19(15.3)

105(84.7)

80(64.5)

30(24.2)

14(11.3)

56.4±22.7

48.4±22.3

53.2±22.9

57.4±17.2

33.1±9.0

46.6±22.1

ICD-10. 国际疾病分类-10；SSFD. 系统家庭动力量表；IN. 个

性化；FA. 家庭气氛；SL. 系统逻辑；IC. 疾病观念；CDI. 儿童抑

郁量表；ASLEC.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该量表采集到 122 例，

2 例拒绝；#该量表采集到 119 例，2 例拒绝，3 例遗漏

1362



Med J Chin PLA, Vol. 49, No. 12, December 28, 2024

0.001Y4+0.580Y5，表明 V1 主要受 Y3 和 Y5 的影响。冗

余分析结果显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1 对典型相关变

量中，U1解释了 X 变量集合总变异的 48.5%，也蕴涵

了 Y 变量集合 11.1% 的信息；V1 解释了 Y 变量集合总

变异的 47.6%，同时蕴涵了 X 变量集合 11.3% 的信息。

2.4　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动力学各维度与抑郁症状

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相关结果，假设 SSFD 的

FA、IN、SL 得分会通过影响 ASLEC 的总分进一步影

响 CDI 总分，故用 Amos Graphics 绘制路径分析模型

图(图 1)。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动力学特征与抑郁症

状间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显示，FA、IN、SL 得分影

响 CDI 总分的总效应均较弱，但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IN、SL 得分对 CDI 总分的直接效

应无统计学意义(P>0.05)，FA 得分对 CDI 总分的直

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FA、IN、SL 得分

通过 ASLEC 总分影响 CDI 总分的间接效应(即中介效

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3　讨　　论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重要的避风港，是面

对外界压力的坚强后盾。对家庭环境特征进行描述

的理论体系很多，本研究选取 SSFD 对家庭环境进行

评估，该量表包含 FA、SL、IN、IC 4 个维度，从家

庭气氛是否融洽、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性高低、家庭

看待问题的思维模式(“非黑即白”或“既……又

……”)、家庭对心理问题的归因这 4 个方面反映家

庭动力学特征。SSFD 已在国内多个城市的青少年人

群中使用，该量表的 4 个维度与青少年的心理困扰

严重度(如抑郁焦虑)、自尊、幸福感等指标密切

相关[12-15]。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动力学特征与

抑郁症严重度相关，家庭气氛融洽、父母对子女控

制性低、更多使用“既……又……”思维看待问题

的青少年抑郁症症状轻。路径分析进一步提示，并

非所有家庭动力学特征都可直接预测抑郁症状的严

重程度，部分特征则需通过个体对负性生活事件的

感受间接影响抑郁症状：仅 FA 可直接预测患者的抑

郁症状严重程度，而 SL 和 IN 则不能直接预测，但三

者均可通过患者对负性生活事件的感知而间接影响

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总体来看，负性生活事件在家

庭动力学特征与青少年抑郁症状潜在联系中起到中

介作用，提示具有上述家庭特征的青少年在面对心

理压力时可能有更大的心理弹性，能更客观包容地

看待压力事件，从而缓冲心理压力的不利影响，不

会产生严重的抑郁症状。本研究结果与国内其他针

表 2　SSFD 4 个维度得分、ASLEC 总分、CDI 总分之间的双

变量相关系数

Tab.2　Bivariat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scores of SSFD 4 
dimensions, ASLEC scores and CDI scores

指标

CDI 总分

ASLEC 总分

SSFD

IN 得分

-0.291**

-0.406**

FA 得分

-0.359**

-0.318**

SL 得分

-0.256**

-0.371**

IC 得分

-0.152

-0.075

ASLEC
总分

0.633**

SSFD. 系统家庭动力量表；ASLEC.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CDI. 儿童抑郁量表；IN. 个性化；FA. 家庭气氛；SL. 系统逻辑；

IC. 疾病观念；ASLEC.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统计方法中的缺失

值采用成对排除个案；**P<0.01

SSFD. 系统家庭动力量表；ASLEC.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CDI. 儿童抑郁量表；IN. 个性化；FA. 家庭气氛；SL. 系统逻辑；

e. 残差

图 1　SSFD3 个维度得分、ASLEC 总分与 CDI 总分关系的

路径分析图

Fig.1　Path graph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3 dimensions 
of SSFD score, ASLEC score and CDI score

表3　ASLEC 总分对 SSFD 3 个维度得分与 CDI 总分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及 Bootstrap 检验结果

Tab.3　The Bootstrap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size of ASLEC score between 3 dimensions of SSFD score and CDI score

指标

IN 得分→ASLEC 总分→CDI 总分

FA 得分→ASLEC 总分→CDI 总分

SL 得分→ASLEC 总分→CDI 总分

直接效应

-0.021

-0.076*

-0.014

间接效应

-0.095*

-0.071*

-0.087*

总效应

-0.117*

-0.147*

-0.102*

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

直接效应

95%CI

-0.103~0.047

-0.153~-0.004

-0.057~0.036

P

0.446

0.032

0.659

间接效应

95%CI

-0.154~-0.046

-0.114~-0.025

-0.137~-0.043

P

0.014

0.025

0.010

ASLEC.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SSFD. 系统家庭动力量表；CDI. 儿童抑郁量表；IN. 个性化；FA. 家庭气氛；SL. 系统逻辑；95%CI. 95%

置信区间；*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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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特征的研究结果[9,12]一致。此外也有国外研究

显示，早期逆境(包含家庭环境)不能直接预测未来

的抑郁症状，但可通过近期人际压力作为中介因素

间接影响抑郁症状[16]。这些研究均提示家庭特征与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家

庭环境可影响青少年对压力的感知、进而影响抑郁

症状的假设。

既往针对 SSFD 量表的研究发现，家庭气氛越轻

松，初中生的幸福感及自尊水平越好[13-14]、大学生

焦虑抑郁症状程度越低[15]、青少年群体抑郁症状越

轻[17]；本研究也发现，在 SSFD 涵盖的 4 个家庭特征

中，FA 与抑郁症状严重度相关性最强；且典型相关

分析还显示，在良好的家庭气氛下个体自尊程度更

高、人际问题更少。上述结果提示，在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的治疗中，要设法减轻家庭冲突，营造轻松

温暖的家庭气氛，以缓解抑郁症状。

SSFD 家庭特征中的 IN 和 SL 也与青少年抑郁症

严重程度相关，家庭成员个性化程度高(父母对子女

控制低)、家庭更多使用“既……又……”思维方式

的患者抑郁症状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青少年自

我意识快速发展，在心理上不断与父母拉开距离，

独立意志不断增强，此时父母如不能做出适应性的

调整，依然以过分控制和侵入性的方式管理青少年，

势必造成亲子冲突并削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18]，而

与父母关系较好的青少年，其成年早期的心理健康

水平也会更高[19]。如赵雅宁等[20]对中学生自我分化

的研究发现，自我分化水平与抑郁呈明显负相关，

表明青少年自我分化水平可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

自我分化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更倾向于采用积极、客

观的应对策略解决问题，能够更冷静地面对生活压

力。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个性化问题特别值得

引起重视，在治疗上也需要对家长进行充分地心理

教育，并可通过家庭治疗促进合理的亲子分化，缓

解亲子冲突。

本研究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提示，ASLEC 总分与

CDI 总分呈正相关，即负性生活事件强度越大，患

者抑郁症状越重，这也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1-22]。

由于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社会竞争压力大，青少

年常承受来自学业、人际关系、经济等各方面的压

力。因此，合理安排学业节奏，避免不加控制地盲

目给学业加码，及时帮助青少年解决应激原，同时

增加青少年滋养性、休闲性的活动，也是青少年抑

郁症治疗中的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堡学派的家庭动力学理论

最初使用 FA、SL、IN、IC、关系控制、关系现实及

时间组织 7 个维度描述家庭特征，以该理论为基础

编制的 SSFD 在国内测试后最终纳入了前 4 个维度。

本研究结果发现，FA、IN 及 SL 3 个维度在相关分析

中显示与抑郁症严重程度相关，这一结果也在路径

分析中得到验证，而 IC 在各个统计方法中均未得到

阳性结果。此结果间接提示，与其他 3 个维度相比，

IC 的概念在我国的文化适应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为横断面研究，研究结

果只能说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路径分析的结果

也只是初步推断，而并非肯定的因果关系；(2)样本

人群的 84.7% 来自临床心理科特需病房，属于经济条

件较好且症状较严重的抑郁患者人群，故本研究结

论不宜推广到其他群体；(3)未调查依恋类型、创伤

史等指标，未能全面纳入影响患者抑郁症状的其他

因素。抑郁症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深远影响，因

其致病因素复杂，治疗难度大，未来仍需要大规模

人群的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相关结论；同时，还需

结合抑郁症患者的生物学指标如皮质醇、细胞因子、

脑功能磁共振等，采取多因素分析探求病因，以期

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的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状

可能受家庭动力学及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且负性

生活事件在家庭气氛、个性化及系统逻辑等家庭动

力学特征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由于

青少年抑郁症致病因素复杂，横断面研究仅能说明

各因素间的相关性，尚需对大规模人群纳入更多因

素进行纵向研究。由于家庭动力学特征及负性生活

事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相关，在治疗中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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